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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 

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上海自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

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

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

学鄙视排斥的大环境下，成为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

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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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由于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碰撞，情形十分复杂，我们要想较清楚地认识，就必须运用一些概念及范畴

作为分析工具，对一些典型现象加以区分研究。例如，上海是最早崛起的近代通商城市，也是近代新文化最早发达起来的区域，

在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史上具有先导、基地的重要地位，因而晚清时期上海文化史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多是

将其区分为不同的次级领域进行分别研究，如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四个领域：一是新式学校、新式报刊、西书出版等新文化事业；

二是西学；三是新型文化人；四是早期改良思想。这四个领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晚清上海新文化发展的主要部分，这种区分

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分析工具。但是，这种区分也有其缺陷。如果我们把文化不是作为剥离开社会生活的抽象物，而是还

原为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原生形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只是上述四个分领域，还难以反映一些更具全面性的文化形态特

性。例如，这些不同领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们形成了怎样的文化形态机制?发挥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综合效应?对于人们的

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知识世界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使我们看到，就晚清上海文化的整体形态而言，还有一个在这些领域

之间、以及这些领域与社会之间，起着某种连结、互动、整合及综合效应的空间。这一空间的状况对于文化形态的整体结构、

作用机制和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追问引导我们不只从文化分领域的角度，而且还需要从它们彼此联系的角度和综合

的角度来作考察，因而旧有的分析工具已不能适用，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分析工具。本文提出“知识空间”这一概念，就是这样

一种尝试。 

所谓晚清上海的“新知识”，是指与西学、西方文化及与此相关而产生的新的知识和公共语言。“空间”是近年来史学研究

中新引进的一个概念，但其具体内涵因用者不同而不同，本文取其多面、立体的基本语意。故本文所谓“新知识空间”，即是指

有关新知识的内容结构、社会基础、传播途径、使用方式、应用主体及社会效应等诸因素的综合效果。简而言之，就是用社会

的多面角度来观照围绕新知识的综合现象。这种“知识空间”的概念隐于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潜形态”，虽然不像“西学”或

新文化事业那样边界清晰、可触可辨，但它却是连接各种相关元素的粘合剂，是揭示有关知识的各个层面、与社会文化元素互

动关系的立体结构，反映了由知识诸元素构成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上海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形态，应是一

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①
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上海自开埠至 1895 年约五十年间新知识空间的形成、结构特点及社会文化效应等

                                                        
①
近年史学界有引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与理论，如许纪霖对近代上海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近代中国城

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见《中国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也是一种拓展分析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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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作一考察，以对前述问题有所回答。 

一、西语新学与新知识系统的形成 

上海自 1843 年正式开埠及随后在城北设立了外国租界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租界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华洋杂居、

五方汇聚、商行林立、洋货毕集、商业繁盛、新事迭出的新型社区。新人、新事、新物、新生活、新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

了变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需求，西方文化元素也大量涌入，由此引起人们知识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新事物催生新语汇 

通商以后的上海，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方事物大量涌入，原有的公共语汇已不能对应指

称，人们不得不新造出一些指称这些新事物的新词语。如对来自西洋的西方人，人们起初沿袭旧有的华夷之称而称之为“夷人”，

但因西人抗议此称的贬义而被朝廷明令禁止，遂改称之为“洋人”或“西人”。随之，“洋”或“西”就成了人们用来指称与西

人及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有关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冠词。例如，指称人：西人、洋人、西士、西妇、洋商等；指称事：西语、西学、

西书、洋行、洋教、西洋戏法等；指称物：几乎所有西方输入的机制品和进口品，包括洋布、洋线、洋油、洋钉、洋火之类，

统称之为洋货。此外，还有一些虽未被冠以“洋”字，但同样是新造出以指称西人带来新事物的语汇。例如，指称西人事物的

公司、保险等；指称西人活动的跑马、打弹子、影戏等；指称西洋器物的轮船、铁路火车、机器、煤气灯、电灯、电报等；有

的因不好意译其名，则直呼以音译如德律风（电话）等。这些新语汇，伴随着西方人、事、物的涌现而不断增多，到了六七十

年代以后，已是成百上千，无法计数，并渐成系列，日益流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这些新语汇以现实生活中的新

事物为活的载体，人们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约定俗成、通称通用，与新事物一起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了扎根于社

会中的公共语汇。 

（二）华洋交接、商务活动与西语新知 

上海租界地区是华洋杂居之地，商业是社会生活的主轴。这里商号洋行毗连，华洋商贾云集，华洋居民无论是商人还是小

工，大多依商为生。商业生活需要人们彼此交接、相互沟通。因而中国商民日与西人共处生活，必然要交接来往，甚至日常起

居、衣食住行，都免不了彼此的接触，语言的沟通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实际生活使人们产生了对西语新知的需求。促

使人们去学习掌握西语新知。到了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特别是商贾人家，大多都会一点西语，因为不会西语则无法

应付与西人有关的日常商务活动。例如，一般经营生活日用的商家店铺，也会有西人顾客上门，故店主、伙计等也须会点西语

西文以应付。时人有述及这些商家店伙会点西文又往往粗陋的情形谓：“如开设店铺诸人，与夫红帮裁缝等，每至月底开写字条，

向西商收账，所书之字（按：指西字），模糊舛误，几至不可辨识。”
②
 

至于那些直接从事对外贸易商务活动的商人、买办等，日常与洋人、洋商、洋货打交道，他们不仅要更多地使用那些一般

通用的新语汇，而且还因行业所需而使用得更多、更广，因而在行业内流行商务西语。一般与洋商有商务关系的中国商贾，多

会一点西语，起码会一些基本的数字、货品名称及商务用语等，以应付基本的商务需要。由于直接与洋商交接的需要，出现了

在华洋商之间专门居间翻译的商务翻译人，称为“通事”。有的受洋行固定聘用为买办，为洋商办理翻译、谈判、记账、文书等

事务。买办由于直接为洋商服务，西语是其必备的技能，甚至还要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他们大多通过师承或上西学塾习得西语

知识，如后来成为著名大买办商人的郑观应就曾读过西文夜校。这些商人、买办虽然会些西语，但程度不一，大多未经过正规

的学习和训练，水平浅陋，且发音不正，多带土音，语法也不规范，故形成一种在行业内通用的俚俗化的商务外语。由于与英

国商务最多，英语最为普遍，故被称为“洋泾浜英语”，又称“别琴语”（“别琴”即英语 Business 的发音）。1873 年，一位自身

为“通事”的人，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买办通事讲“别琴语”的诗文称：“今沪北一带之通事，日与西人交接，所重在

                                                                                                                                                                                              
尝试。虽然本文所用“知识空间”与“公共领域”概念有少许相通之处，但如本文所界定的那样，两者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两

个不同概念。 
②
《论西国学堂教习华童之善》，载《申报》，189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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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而不之考究，敷衍了事，不讲别琴语者，百不得一。”文中描写买办讲别琴语的情景道：“多少洋行康八度（comprador 买办），

片言茹吐费疑猜。”
③
尽管如此，西语已日渐成为了在上海从事华洋商务甚至一般商业的新语言工具，在商务活动中，说西语、

写西字，与洋人交接，已经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1886 年，《申报》有文述此情形道：“近来中国之人日与西人群聚而错处，

问答而往还，风气所闢，浃洽愈深，大非二十年前可比。……华人之解西语者，所在皆有。”
④
可见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西语

使用已相当地普遍。人们掌握了这一新的语言工具，不仅可以直接与西人沟通，进行商务活动，也开启了一扇通往了解西学新

知的大门。 

（三）西书报刊与西学新语的传播 

上海通商后，首先是来沪的西国传教士开办了译印西书的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1843 年）、美华书馆（1860 年）、益智书

会（1877 年）等，主要翻译、编写和出版西方书籍，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科学、历史等西学方面

的书籍。据统计，传教士各译书机构在 1843—1860 年开埠十几年间，翻译出版的中文书刊就有 200 余种，其中非宗教类 30 余

种。益智书会自 1877 年至 1890 年，出版和审定的教科书共 98 种，学科涵盖科学、技术及历史、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
⑤
1868

年，中国官方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至 1880 年共翻译出版西学书 98 种、235 册，共售书 3 万余部、8 万多册。
⑥
此外，上

海的中西人士还创办了一些中文报纸杂志，自 1857 年上海出现了第一份中文月刊杂志《六合丛谈》，1861 年有了第一份中文报

纸《上海新报》以后，至 1880 年已出版有中文报刊共计 29 种，从 1881 年至 1895 年的 15 年间，又新出现 16 种，总计在 1857

年至 1895 年的 38 年间，上海共出刊新式报刊总计 45 种
⑦
。 

这些报刊大多以介绍西学、谈论新事物为主要内容，特别是运用了许多新语汇，介绍了许多新知识。这些报刊上面经常使

用的新知识语汇大致分三类：一是关于西国事物的，如国名、史地、人物、制度、商情、机器、洋教、新奇事物等；二是有关

西学的，如天文、技艺、化学、电学、电报、声学、光学、汽机、格致、博物等；三是中西汇通的新学方面，如洋务、海军、

自强、君权、民权、通商、开矿、利权、公法、变法等。这些新语汇及其通俗直白的文章写法，形成近代报章文体。这种新的

传播媒介是新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跨越时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使更多的人们共享，形成西学新知的传播网。西学新

知新语汇，借助这种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得到更快、更广的传播，造成在上海地区的迅速普及流行。 

（四）新式学堂与西学的传授 

如果说书报是一种社会教育形式，使一般西学知识得以广泛传播的话，则西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使得专门系统的西

学知识有了传授的渠道。上海通商后即出现了一批传授西学的新式学校。最早是外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较早的有怀恩小学

（1847 年）、徐汇公学（1849 年），到 1860 年的十几年间，上海地区就开办有教会学校 15 所
⑧
。新式学校是西学新知集中、专

门化的传授渠道，这些面向下层、商人、士人等各个阶层的西学学校的出现，使西学新知在不同阶层得到传授，在不同阶层培

养了西学人才。 

上海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新公共语汇，商务活动中的西语与新知技能，新式书籍报刊等大众

传播媒介广泛传播西学新知，各类新式学校向不同阶层传授着比较正规的西学知识，这些已日渐形成了一个不断增扩的西学新

知的语汇群和知识系统。这一新知识系统以西学、西方知识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与原来的传统旧知识系统并立并行且日渐发展

的趋势。 

二、新知识空间的结构及特点 

                                                        
③
洗耳狂人阳湖杨少坪未定草：《别琴竹枝词·并序》，载《申报》，1873-03-03。 

④
《论华人之习西学尚未得法》，载《申报》，1886-11-29。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88 页、205-213、485、499、288-28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⑥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88 页、205-213、485、499、288-28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⑦
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统计。 

⑧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88 页、205-213、485、499、288-28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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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上海，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着的这种新知识系统日益扩展，并且与商务活动、书刊、报纸、新式学

校等物化的新知识载体，共同构成了新知识的网络空间。这种新知识空间具有以下的结构特点： 

（一）以西学为中心、以西方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新知识系统，是新知识空间的主干 

新知识系统的这一特性，造成了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关系。首先，新知识系统的外来文化背景，形成与本民族传统

文化的本质差异，必然造成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传统文化依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并以西方侵略态势下民族自尊心为有

力的社会心理依托，对异质的新知识系统形成强有力的抵制，从而使新知识系统受到挤压。一些西学人士就有这种心理冲突的

矛盾情结。如长期助西人译书的著名西学人士王韬，为了维护自己传统士人的名声与自尊，在公开场合和文字上以交西人、通

西学、助西人译书为忌，写作文字也注意标榜传统价值等，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其次，西学新知有处于强势的西方近代

文化为资源，还以在中国具有强势地位的西人势力为社会背景，在沪西人是传播和参与创造这些新知识空间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进一步加深了新知识系统的民族矛盾背景，造成人们接受心理的挫折感和矛盾感。如文人学士对依附洋人的买办虽羡慕其发

财，但从文化心理上还心存鄙视，在报刊舆论中常可看到对买办、通事一类人的贬讽之词。最后，新知识系统既然已经被人们

所接受而在这里扎根，与传统文化形成并立之势，两者必然要有一定的交汇与融合，这一过程也必然产生了一定的误读与曲解、

新语与歧义等一系列文化融合问题。如当时习惯以旧词“格致”指称西方的科学技术，由此便造成了人们对此概念的诸多混义

与曲解；又如一些音译词的出现，造成了人们接受时的解读障碍等。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新知识体系因中西文化交汇而与生俱来

的一些内在矛盾，虽然由于上海的特殊环境而使这些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作为新文化的最早形态，这些内在矛盾仍然

存在，而且对以后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生活、商务活动及新社会职业是西学新知的应用基础 

这一时期在内地大部分地区，西学新知还只是少数文士官员在零星流传的西书报刊上才能看到的抽象文字，而在上海则已

是充斥于大量书籍报刊的大众化的通行语言，不仅如此，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及商务活动中通用的活的知识工具，是最利于谋

生的时尚技能。如能够运用西语新知从事对外贸易的买办、通事、商人是这里发财最快最富有的人群；在洋行、商号、西人事

业中司账房笔务也是文人学士薪水最优的职业；此外，西国在沪各种事业，以及上海的海关、江南制造局等官方洋务机构招选

人员，无不以通西学、懂洋务为上选。因此，西语西学成了上海人热衷学习掌握的一种最新最佳的谋生技能。如《申报》一文

中所说：“凡在通商口岸或以经商为事，或以工艺糊口，皆须与西国商人往来晋接，苟非娴习西国语言文字，则遇事动多扞格，

势不能攸往咸宜。于是家有子弟者，欲其有所成就，除令出就外傅肄习中国书籍外，必使之兼习西国语言文字，俾他日可借此

以自立。上海为通商大埠，客籍之寄寓者最多，有志西学者亦较多于他处。”
⑨
与西人相关的新职业、就业机会增多，对西语西

学人才需求增多，使西学成为最切实用的知识工具、就业工具，遂促使更多的人学习西学。如美国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时就以

此为理由：“今之最切于世用者，莫如西学。……学成致用，可以膺使节之选者在其人，可以任翻译之职者在其人，内而总理衙

门，外而通商节署，及乎海口大关、机器各局、西国医馆、西商洋行，随在可以位置一席，不其美欤。”
⑩
社会生活、日常生计

的需要使西学新知世俗化、大众化、实用化，因而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扎根，成为新知识系统得以生长、新知识空间得以确立的

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买办、商人及民间文人是承载和使用新知识的主体 

中国传统知识世界的主体，是饱读儒书、以读书—应试—做官为志业的士人阶层，并以获取了功名、进入了仕途的上层士

大夫为核心。而在晚清上海最先学习掌握并使用西语西学的，则是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商人、在西人事业中作文事及其

周围的下层民间文人。他们首先由生计活动所需而接受西语西学，成为最早掌握并运用西语西学的社会群体。买办商人接受西

语西学的情况已如上述，接受西学的文人也多为原属士人边缘群体的下层民间文人。如早期在墨海书馆受聘助译西书的王韬、

                                                        
⑨
《论西国学堂教习华童之善》，载《申报》，1894-02-02。 

⑩
美国林乐知来稿：《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载《申报》，188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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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兰、管嗣复等，以及来往于墨海书馆的为数众多的文人，就大多属此类。
11
直至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学渐盛，仍然是这种

状况。如 90 年代初，《申报》一文中所言：“通商以来五十年于兹，市井佻达之徒多能习其文字、操其语言。”
12
所谓“市井佻达

之徒”，即是指这些以往处于社会下层、自谋生计而被士人所鄙的商贾及下层文人之类。这一特点使新知识世界与旧知识世界从

社会阶层上俨然二分，因而两个知识世界的消长交替，也牵扯着上下知识阶层的较力与冲突。新知识空间的命运，与作为其社

会主体的新知识群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四）西书报刊是西学新知跨时空、大范围传播的媒介 

西书报刊以文字图画等为载体，使西学新知可以跨时空、大范围地广为传播，成为西学新知的主要传播媒介。特别是即时

印制发行的报刊，以其即时性、真实性、浅显性、实用性、大容量、大众化、流传广、公共性等特点，使其所承载的西学新知，

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以前所未有的迅捷速度、用相当直白通俗的文字形式而传播和扩散，形成大众性的普及，从而形成新

知识的广阔传播空间。报刊这种近代大众化的传播媒介成为支撑新知识空间的传播网络。如 1872 年 4 月创办的《申报》，由华

人文士主笔，每天都有一篇论说，大多为报道新鲜事物、宣传西学新知、议论中外时政，还有其他时事新闻、读者来稿、商业

广告等栏目，这些多是充满新事物、新语汇的内容，被人们视为了解时事新知的窗口，而且文字力求直白，即所谓“文则质而

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
13
。因而创刊后即受到人们的欢迎，很快流行开来，销售数量

也迅速增加。初创时只销售 600 份，雇人分送各行号或沿街零卖。很快销数便大增，据 1872 年 9 月 9日刊登的《本馆自叙》称，

当时创刊刚 4 个多月的该报，在上海已日销 3000 张。如果按一张报纸 5个人传阅的话，每天的报纸就有 15000 人阅读，共享上

面的信息，可见其传播面之大。报纸的市场化促进其内容和形式的通俗化，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面向识字不多的下层市民和妇

孺的更为浅显的报纸。如 1876 年申报馆创刊通俗性报纸《民报》，其宣传广告称：“此原非为文人雅士起见，只为妇孺、佣工、

粗涉文理者设也。……务使措辞宁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弗晦，俾女流童稚以及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以扩知识而增见

闻。”
14
还出现了更为直观的图画报。如 1877 年申报馆创刊《瀛寰画报》，内容为各国时事、风俗、山川地理等。如其第一期所

载九幅图是：英古宫温色加士图、英太子游历火船名哦士辨图、日本新更冠服图、日本女士乘车游览图、印度秘加普王古陵图、

英巾帼时装新束图、印度不用铁条火车图、火车行山洞图、中国天坛大祭图。这期图画共印制一万多张，据称半年之内“已售

去无数”。1880 年，又有美国传教士办《画图新报》；1884 年，申报馆又创《点石斋画报》，内容多为新闻时事、各国奇事等。

这些画报以形象直观的图画来传播新知新事，特别适合文化水平较低的中下层人阅看，甚至不识字的小孩和文盲也可以翻看，

这就大大地扩大了传播面，使西学新知通过这些渠道更广泛地得到传播。 

以西学新知组成的知识系统形成了新知识空间的主干，西学新知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形成了新知识空间的社会基础，买办

商人和民间文人成为掌握西学新知的主体，西书报刊及新式学校形成了西学新知的传播媒介网络。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立

体多面的新知识生态空间。 

三、新知识空间的社会文化效应 

在晚清上海，以西学新知为主干的新知识空间自 1870 年代初步形成，到 1880 年代以后在上海社会中日渐成为强势，并表

现出一系列日益明显的社会文化效应，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出现了人争学习西语的“西语热”现象 

自开口通商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的晚清时期，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及广大内地士林，传统知识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

自 19 世纪 60 年代后洋务派倡导学习西学西技，创办洋务学堂，但毕竟数量很少，而且由于人们对西学的普遍鄙视，中上之家

多不愿送子弟来学，因而往往招生困难。洋务事业中少数西学人才，也往往受到歧视和排挤，因而人们多不愿学习西学。但在

                                                        
11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第 158-168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2
《论办理洋务在得人（上）》，载《申报》，1892-05-22。 

13
《本馆告白》，载《申报》，1872-04-30 创刊号。 

14
《劝看〈民报〉》，载《申报》，187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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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商务发展，洋行增多，与西人有关的新事业增多，相关的就业机会大增，对西语西学人才的需

求也大增，新知识空间开始形成，人们学习西语西学的愿望高涨，出现了人们争相学习西语的“西语热”，形成了人争趋学西语

西学的热潮。因之各类西语学塾纷纷开办，有西人办的，有华人办的，有日校，有夜校，有少年校，有成人校，有长期校，有

短训班。这些外语学塾，由于是适应人们学习西语的需求，故已不再像一般教会学校和官办广方言馆的免费教习，而是收费招

生的市场化经营，多者每月五元，少者也要二元，招收的学生多来自商户等中上人家，体现了一种适应社会需求的市场关系。

在当时报刊上常可看到这些学塾的招生消息和广告。如据统计，仅据现有资料可查的，1873 年一年，就有西人创办三个外语班，

华人创办的五个。1875 年有西人创办的六个。
15
时人有论及人们争趋入学塾学西文的情形道：“西人则受一廛而设塾者，通商各

口岸无地无之，其传教之人，又各就教堂开塾教授，苟月费洋蚨数翼，则春风桃李即可著录门墙。俺皮西提，授之以口，温多

跌里，记之于心。 

其中颖悟者，数月之间，即已得其大要。即鱼鲁无知之辈，学得几句别禽话，记忆弗忘，则亦如状元两字，一生吃著不尽，

人亦何惮而不习西语西文哉。”
16
19 世纪 80-90 年代，上海有教习西文学塾达数十处之多，散布在上海各街区。在当时上海街头，

随处可以看到门口挂着“教习英文”大字招牌的学塾，以此招揽学生。《申报》一文记此情形道：“上海为通商大埠，客籍之寄

寓者最多，有志西学者亦较多于他处，故租界中教习西文学塾竟有数十处之多，为之师者，或为西人，或为华人，不一其格。

而所教者，大都系英文。盖英国商务最广，……故所学者皆属英文，而为之师者，亦必榜于门首，大书教习英文字样。夫以学

塾如此之多，学西文者如此之众，似其所成就者必有可观矣。”
17
学塾数量的增多，表明人们需求之多，以致设塾教习外语也成

了一个热门职业。时人述及会些西语的华人设塾赚钱的情形道：“上海地方开设西馆以教西学者颇不乏人，有西人为之师者，有

华人为之师者，或在日间，或在晚间，开门授徒，俨然道貌。……华人之为师者则直道听而途说，如掮客然，略读一本司扑林，

即自矜为能知西语，能知西文，而觍然抗颜为人师，一月得其两元之修。”
18
 

“西语热”还反映在西学塾招生往往报名踊跃。如 1865 年英国教士傅兰雅联合华洋绅商共同创办的英华书馆，创办后受到

商民的欢迎，第二年就已开设了二十二个日班和二十个夜班。
19
郑观应就曾在这里的夜班学习英语两年，使其英语水平大大提高

20
。美国教士林乐知 1882 年开办中西书院，创办之初报名者即达千人，经选录序补四百余人。如他自言：“计两分院开塾之初，

来院报名者颇形踊跃，本书院序补十之三四，已得四百余人。”
21
除英语为大宗外，法语也开始受到人们欢迎。如 1886 年法公董

局设立华法学堂，学习法语等中西学，招收华人子弟，本来人们还猜测法语不像英语用途广，愿学者不会太多，但开馆不几日，

报名者就达一百余人，报纸评论谓为多。
22
在这种西学热潮之下，即使是女子，愿意上教会开办的女学塾学习西学的人也较他处

为多。如1873年报上载文介绍某女学塾的情形谓：“上海女学堂系美国舍利先生夫妇经管，已三年矣。堂中现有女学生廿七人，……

堂中规条缠脚女儿一概不收，若无此规，来学者不知几百几千矣。”
23
这种情况表明，女子入西塾学西学，这一在其他地方颇受

非议而使人们裹足不前的事情，在这里却呈现出愿入塾的女子人数多，只是受客观限制而不得其入的情形。这不能不说是人们

对学西学态度的一种反差。 

（二）西语西学成为流行时尚，形成了社会上下推崇、鼓励及追求西学新知的正效应 

这一期间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学习西学受到普遍鄙视，西学之人受人歧视，整个社会大环境对西学是一种压制、排斥的氛

围。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的上海，由于会西语西学者往往容易谋得挣钱的职业，因而会西语成了一种能赚钱发财、人所羡慕

的时髦技能，遂形成了人们以此相推崇与炫耀的风气。当时有人讽刺一些人只要略会西语，就能以此为发财之技的情形：“不须

                                                        
15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 6卷《晚清文化》，第 297-298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该书对“英语热”情况有所

论及。 
16
《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说》，载《申报》，1886-12-17。 

17
《论西国学堂教习华童之善》，载《申报》，1894-02-02。 

18
《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载《申报》，1886-04-06。 

19
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见《档案与史学》，2002（1）。 

20
郑观应：《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见《郑观应集》下册，第 1483 页 

21
美国林乐知来稿：《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载《申报》，1882-12-17。 

22
《论本埠设立华法公塾》，载《申报》，1886-03-10。 

23
《上海妇女学堂清单》，载《上海新报》，1873-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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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学英人字，的里（三）、温（一）、多（二）值万金。”
24
在这时期的上海，人们已普遍以会西语、懂新学为荣。说西语、谈西

学，这些在内地会被骂为媚洋、汉奸的行为，在这里则成了人们逞时髦、相夸耀的时尚。时人多有记述会西语者在人前炫耀的

情形。如有记道：“上海洋场，五方杂处其间，人数之众多无出其右，而日与西人相习，往往能作西语，识西文，以是诩诩自鸣

得意者，正不知其凡几。或当大庭广众之间，宴会聚谈之际，内有一二人能操西语，则彼此格磔钩輈，互相问答。在门外汉闻

之，似乎入彀，或且有不胜艳羡者。”
25
有人讽刺道：“今之为西学者，吾知之，略懂数句西语，稍识数行西字，即诩诩然矜于人

曰：吾通西学矣。”
26
有人记入学塾学习西文者，以会西文而自骄，并以此炫耀、模仿洋派生活，借西人之势以压人的情形：“但

能略解数字，即自以为知西文，出而骄人，日游戏于马路，与夫茶烟室馆，呼朋引类，口衔雪茄烟，昂首作得意状，偶有气触

之者，则且以西人之势压制之。”
27
这些人赚钱发财之后，就会享受奢华的生活，炫耀高档的消费，不免引起人们的羡慕与忌妒。

有人以嘲讽的口吻述及这一情形道：“华人子弟一通西学，则非轻浮即犷悍，非骄傲即荒淫。当其肄业于西书塾时，容貌言词亦

颇温恭谦敬，及稍有所得，即诩诩然骄于人曰：我已精通西法矣，即西人之素号宏通者，亦不能与我驳诘矣。官场中需人孔亟，

一闻是语，立即以礼为罗，月奉数百金以冀餍其所欲。于是轻裘缓带，趾高气扬，俯视凡侪，凌属一切。出入于楚馆秦楼之内，

夜以继日，靡有已时。及一遇深识之流，问以舆图而不知，叩以律例而不识，咨以天算而莫对，访以兵阵而莫明，其所通者惟

踢毬耳、打弹耳、拉马车耳、吃大菜耳。”
28
从文中可见，会西语而发财的人在人前自傲自炫的情形，及人们对其所抱的既羡且

妒的心理。在这种氛围之下，讲西语、谈西学自然引起人们的推崇，遂竞相仿效，形成不断扩大的正面刺激效应，促使西语西

学新知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的范围扩展传播。在当时全国广大地区对西学普遍压抑的大环境下，上海成为仅有的以西学为时

尚的特别地区。 

（三）形成掌握运用西学的士商新知识群体 

在新知识空间的效应作用下，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以掌握和运用西学新知为特征的新知识群体。这一群体有几个特点：首先，

主要由商人及自由职业的民间文人组成，他们是士商合一的。有的一身而兼两种身份，如郑观应既是一个从商成功的买办商人，

又是一个经常在报刊上撰文谈论西学、改革的新型文人。他们大多属于原来知识阶层或社会阶层的边缘，而在这里却由于掌握

了新知识工具而上升为当地生活中的优势知识群体。同时也由于这种阶层特点，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中西知识程度不一。

文人往往西学粗浅，仅知零星皮毛；商人往往中文浅陋，且西学也多不精，甚至只是粗通语言而已。其次，这些新型知识人才

的生存方式已经不是像传统士人那样读书作官，是辅君治民、高于庶民的身份，而是在洋行、商号、洋人事业、洋务事业、报

馆、印书馆、新学塾等与西人有关的社会新事业中存身任职，大多是社会自由职业，而且都是应用型职业，即靠西学技能吃饭，

他们成了依新文化事业和新知识职业为生的新型知识群体。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最后，这里新知识空间所形成的崇尚西学的

大氛围，使他们与西学新知形成相生相长的发展依存型关系。在这里文人们可以坦然地谈论西学，可以坦然地公开推崇西学，

而不会受到同时期其他地区那样来自士林的强大压力。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以通西学而在文人中闻名，并受到人们的推

重，争相与他们结交。报刊上发表的时评议论也多以通西学为正面评价。由此在上海知识界形成了崇尚学习西学为主导的文化

氛围，在文人群中也形成了谁反对学习西学，即会被人们目为迂腐落伍或虚骄狂傲，受到人们的嘲笑。如时人所言：“处今日之

时势而以为西学可不事者，非迂谈即狂言耳。”
29
这种在知识群体中以谈西学相尚的风气，是其他地区所不存在的。 

（四）形成了倡学西学的公共舆论 

在当时朝野上下仍然是固守传统、鄙视西学的大环境下，上海则在新知识空间的作用下，以报刊为主要载体，以新学知识

群体为主体，以西学新知价值观为主导，形成了呼吁倡导学习西学的公共舆论。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上海报刊舆论大力呼吁提

倡学习西学，率先在公共舆论中确立了西学的正面价值和合法性。如有文章呼吁人们无论从事何业，在如今中外交往的形势下，

都应当学习西语西学：“至今日而中外往来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既有往来则不得不以文字语言互通款曲，其上也者星轺之所

                                                        
24
洗耳狂人阳湖杨少坪未定草：《别琴竹枝词·并序》，载《申报》，1873-03-03。 

25
《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载《申报》，1886-04-06。 

26
《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载《申报》，1886-04-06。 

27
《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载《申报》，1886-04-06。 

28
《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说》，载《申报》，1886-12-17。 

29
《习西学不宜专事西文说》，载《申报》，188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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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即下而至于行商坐贾以有易无，操奇计赢，争利于市，亦无不赖三寸之舌，尺一之书……若是乎子弟之习西学而今日

之所刻不容缓者乎?”
30
有文章提出，在现今时势下，西学应是读书人应当通晓的基本知识。文中说：“今之世，通商者数十国，

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时务之学不能不讲，泰西翻译之书不能不看。既为读书之士，地球所有五大洲，何处为亚细亚境内之

国，何处为欧罗巴境内之国?何者为亚非利加所属，何者为南亚美利加、北亚美利加，以及澳大利亚婆罗洲?所谓英、法、俄、

德、美各大国，何以能雄长一方?其中风土人情好尚所关果何在?机器利便心思精巧又何在?轮船、轮车、电线、电灯，枪炮之精，

测算之准，水火之何以自来?矿苗之何以可识?时务之学，一一自宜考究。……既为读书之人，凡翻译浅近诸书不可不阅，各国

地理全图不可不观……使为读书之人而茫然不知，毋乃自愧实甚。”
31
文中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相号召，提出西学已是衡

量读书人是否适应时势、是否识时务的新标准。针对上海西语西学水平粗浅的情况，舆论还倡导提高上海西学者的西学水平。

如有舆论批评人们只重西语，以会西语而等同于通西学的浅薄之见，提倡加强学习其他西学知识：“近数年来，华人之解西语者，

所在皆有，而通西学者曾不多觏。”
32
“所谓西学者，岂但语言文字而已哉!天文学、地理学、矿学、气学、化学、光学、重学、

格致学、机器学、行船学、算学、医学、电气学、律例学、各国史学、何一非学，即何一不当学。而顾沾沾以语言文字为学，

是仅得西学之面子，而于实学则毫无所知，如是而遂自矜为谙于西学，吾不知其所谙者何学也。”
33
有人提出分科设学以提高西

学各专科知识的水平：“计宦途中莫不以洋务为救时之要，策士林中莫不以西学为用世之良模。……至于西学则尤无能窥其精微，

造其奥妙者。……窃愿西学之振兴中土也。拟一策焉……统西学而区分之，每学各立一院，各请一师……行之十年，必有成效。”
34
有人针对西学人才缺乏登进之路，因而不受社会重视，呼吁朝廷开辟登进西学人才的渠道：“中国自通商以来，人民之学西法

者不知凡几……若皆招之以为我用，则才备矣。……中国虽通商已久，然其积习尚存，缙绅世家不肯令其子弟习西文，且不屑

与习西文之人为伍。推原其故，皆因攻诗书者可以取功名、立事业，而习西文者多不通中国文字，故不屑与同侪。今若习西文

者亦可显荣，而于诗书亦略明大义，则专读诗书者转为无用矣。……可以使中国之人乐究心于西学也。”
35
这时期在上海形成的

这种倡学西学的社会舆论，通过报刊的传播形式，不仅在上海社会中已形成普遍认可的公共舆论，并且扩展到全国，成为维新

运动的先声。 

结语 

上海自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

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

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学鄙视排斥的

大环境下，成为稀见的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

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由上海而扩展到全国，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生长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上海，也成为全国倾向新知、求西学的文人士子向往的新文化中心，许多人的西学新知与新思想的种

子，就是首先从上海新知识空间的某种元素中得到的。 

                                                        
30
《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说》，载《申报》，1886-12-17。 

31
《识时务者为俊杰论》，载《申报》，1888-07-0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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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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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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